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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情怀
———写在恩师逝世十周年之际

王延中

费孝通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十年了，但他的精

神以及当年对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这些年来的

工作与生活。 先生的年纪、学识、身份和社会地位超

出我们这些学生很远，我们要完全了解他和理解他

是不容易的。 来到他曾经工作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之后，与在社会学领域

的感受相比，感觉对先生的理解更加深了一层。 不

论读书期间还是工作之后，费先生对我们的影响是

非常巨大的、深远的。 我和先生的直接交往可以分

为两个阶段：一是读书时期，一是从北大毕业拿到

博士学位之后的工作时期。 这两个时期，和费先生

的交往各有千秋。 读书时期和毕业之后，我们都写

过一些文章，从这些文章里能够看到当时一些影响

比较大的事情。 写文章时也是有情境的，不是所有

东西都能写进去的，但是接触过程中一些主要的事

情都写进去了。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研究费孝通先

生的学术思想演变，研究他在培养人才、培养学科

传承人等方面贡献，这些可能是一个线索。
从1988年我跟随先生读博士开始到2005年近

20年时间，我和先生每年都有直接的交往。 这种交

往使我对先生形成了两点认识：一是先生培养人才

不拘一格，一是先生的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 在我

看来， 先生是一个懂得人情世故的社会中的人，而

不是后来被人神化了那样。 他是一位特别有人情味

的老人，一位非常善良、睿智、善解人意、善于沟通

的人。 他比我年长50多岁，一位与我相差两代人的

老者，我们很难与他直接进行学术思想上的平等对

话，但事后回想起交流的场景，重温他对世界的认

识和学术思想， 就从心底里感到他像一个灯塔，引

导我前行。 当时可能体会不到，时间长了就会发现，
他的所言所想，无不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和世纪老

人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

一、培养人才不拘一格

费先生非常重视师承关系。 他曾经对吴文藻老

师有过“但开风气不为师”的高度评价。 由于不同的

人生际遇，费先生的道德文章得到了很多后学晚辈

的高度认可。 从我们跟他晚年学习的情况看，他不

仅自己在学术上孜孜以求，而且在培养人才方面也

是很花心思，因材施教，不拘一格。 从20世纪80年代

招收社会学博士到2005年去世， 这20多年时间，从

他手上拿到学位的学生是屈指可数的，但是他的学

生可以说是遍天下的。 国内学生的产生主要有两个

渠道：一是正式的拜师读博士，现代的教育制度是

通过这个来完成的；另外的一批学生就是认同他的

学术思想、理论，被他的学说和理论所影响，从他那

里得到教育的那些人， 他们自认是费先生的学生。
这一部分学生数量很多，而且是跨年代的，可以从

西南联大算起。 在社会学所工作的人很多是他那时

候的学生，有的是费先生直接教过课的，有些就是

听过费先生的讲座或者看过费先生的书。 新中国成

立之后，直到1957年前后，他也有一批学生，一批研

究助手。 还有一批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他在研究活

动中带起来的科研助手，包括李友梅等人。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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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他手下受益良多。
不拘一格培养人才是费先生教书育人的一个

特色。 当时，费先生带我们的时候，学生还不多。 他

利用开会、论文开题答辩或学术讲座的机会，与我

们好几届的学生在一起举行“习明纳”。 他说，我也

不给你们讲课，你们来看我的时候，或者开个会的

时候，或者你们论文答辩的时候，我就讲讲我的看

法，你们就当学习了。 就这样，当有博士论文答辩，
研讨会他发言的时候， 我们都去听。 不分年级、年

龄、性别，不分博士硕士。 他知道我们的底子薄，需

要学习弥补的知识很多，更多地采用鼓励和引导的

方式表达他的评价和看法。 他从不会一上来就劈头

盖脸地批评你，往往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来讲他的意

见。 比如他说，“我姓费，我说的话，你们也不一定觉

得有价值，你们就当我说的话是‘费话’好了。 ”然

后，就对我们这些学生近期学习研究情况进行指导

和评价。 对周拥平、李慷、徐平等师兄的论文都做了

认真的点评。 他对学生非常有真情，有什么需要甚

至其他方面的困难，他都帮你出主意，想解决办法。
在学习方面， 他不强迫大家按照他的观点去做研

究，但是他在很多地方的调研及“行行重行行”之后

写出的文章，成为我们很多同学博士论文选题的开

题指导。 针对一些重大现实问题，他用自己的思考

和行动，带领我们学习，让我们深入到社会实践一

线去调查、做研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他不是

教你他做了什么，而是教你一种思考的方式，和一

种方法。 这点，他受美国的老师派克的影响非常大。
派克曾对他们讲，“我不是来教你们读书的，我是来

教你们如何写书的”。 对于每个人的人生选择，他从

不干预。 对于追随他做学术研究，他不仅仅是鼓励

引导，更多是开山辟路，希望我们能够跟上来。
费先生是国际知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人

类学家。 国际上也有很多后辈学人希望得到他的帮

助指导。 他在各种情况下力图完成好这个任务。 但

在当时封闭的环境下， 做到这点也是很不容易的。
国外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通过他的著作来认识中

国，对他也非常认可。 这里面比较有名的是澳大利

亚人类学家格迪斯，正是格迪斯的请求使费先生重

访江村。 在重新调查基础上完成的《重访江村》，是

他在新中国成立后难得的一次田野调查成果，但也

因为多种原因，这篇成果也成为他遭遇的人生挫折

的证据。

二、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

费先生是一个特别有人文情怀的社会学家、人

类学家和民族学家， 他的研究带有很强的感情色

彩。 同时，他是一个理性的学者，在探讨问题时都是

理性的。 但他心里和文字背后都充满了对中国社会

底层、弱势群体、边缘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深

深的同情和人文关怀。 从哪些方面可以帮助他们改

变穷困、落后的面貌和命运，希望他们走上现代化

之路，他总是怀有这样的一种目的和期许。
他表达感情很真挚、非常动人。 不管是家乡的

人们，还是少数民族的同胞，他发自内心地尊重、帮

助他们，希望利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以及少数民

族自身的力量来改变贫困和落后的面貌。 在他那

里，没有大汉族主义。这和很多学者是不一样的。我

到民族学所工作之后，对这点体会特别深。
费先生是在沿海地区长大的，肯定受到国家主

义、国家认同、现代国家构建等思想的影响，在《乡

土重建》里面，他并不是简单地作为一个政治口号

或逻辑推理来改造农民、改造民族地区，改造少数

民族文化，它不靠强制的、外在的力量，而是更多地

给他们希望，给他 们方向，给他们引导，给他们支

持，这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有人文关怀的人类

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的深层理念和情怀。 这种理念和

情怀在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现在，现代化进程

非常快，有很多的问题或弊端，不能听之任之。 费先

生当时其实看得很远，这种思想和意识源于他早期

对机器工业革命的问题的学习和理解。 费先生曾翻

译过《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一书，那时他就对于理

性化、科学化是很警惕的。 当然，后来费先生思想转

向了，他还是希望广大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要现代

化。 他在想如何使这个过程不是强加在他们身上

的，而是发自内心愿意的。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视

角，而不是党和地方政府的视角，他很重视方式、方

法如何让老百姓乐于接受。

三、天下观念和全球视野

先生在很多方面是以天下为家的，他是有胸怀

天下的整体世界观的，他没有把自己的小家看得那

么重。 据我对其家庭成员的了解，他对子女及其后

代十分关爱，但是并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为他们谋

取什么便利。 可他也是家庭成员的一部分，他如何

处理好他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如何处理好与社

会成员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先生是以社会为重、以

天下为己任的， 而不是把自己的小家看得那么重。
这对我们这些学生是很有影响的。 一个学者到了比

较高的境界，他应该越能超越“小我”，进入“大我”。
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能超越于小环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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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乡人民、调查对象，他考虑的问题是具有规律

性和全局性的一些大问题。 比如说，他指出用市场

经济价格机制来促进农民进入市场，促进沿海地区

按照市场规律办事。 他在京九线“串糖葫芦”的那篇

文章中提出，京九线一面连着浙东地区，一面连着

市场经济，它往哪方面走要看它怎么选择。 其实，可

以看出来他的取向。 他到了民族地区，总结出了很

多方案模式，其实，他更多的看到民族地区自我发

展的力量，但这种自我发展力量需要外力，他将这

种外力视为当地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替代

品。他有全局观和整体观，能够超越“小我”。他的思

想深处，其实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在其身上的延续，他有很好的家训。

他是中国20世纪初期就出国留学的学者，进入

了当时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英国学习。 学贯中西，
使他拥有全球视野和世界一家的境界。 在出国留学

之前，他在教会大学受到过传教士的熏陶。 大学和

研究生期间受到他的几个国外老师的深刻影响。 他

后来回忆自己的老师，国外的老师写了三位，一个

是在燕京大学讲过课的派克，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史

禄国教授，一个是马林诺夫斯基。 他对史禄国的学

术是非常敬仰的，但对其不能报国这一点，其实很

惋惜，他是一个流落在国外的不能炫耀于世的著名

学者，心怀祖国却不能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情。 他

很敬仰马林诺夫斯基的地位，但是马林诺夫斯基对

自己的祖国波兰没有贡献什么， 是一个客死异乡，
誉满全球，有很高学术造诣的知识分子。 费先生景

仰他的老师潘光旦先生，认为自己没有达到他的位

育论那样的高度。 吴文藻是费孝通的老师，若从学

术造诣来说，或许费先生远远超过了吴先生，但是

吴先生在培养人才方面是很有眼光的。 吴先生是牺

牲自己培养人才，费先生对此也是非常感激。 还有

一个老师———郑辟疆，郑辟疆爱慕费先生的姐姐费

达生。 当郑先生去世后， 费先生写了一篇纪念文

章———《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费先生和郑是同代

人，郑的知名度不是很高，是个没有什么大的学术

贡献的学者，但他对费孝通影响也很大。 像郑辟疆

一样，费先生希望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大于自己取自

社会的收益， 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先

天下之忧而忧的境界的一种体现。 费先生有很多文

章富于感情色彩，这是感情色彩比较浓的一篇。
费先生能够超越“小我”进入“大我”，和中国文

化以及中国的现代化有关。 传统文化中有对知识分

子的熏陶和要求。 另一方面，现代的科学技术，现代

化的科学思维使其变成现实。 他走一路，写一路，行

行复行行，全部站在全局的角度，这些对于后人真

的理解他的思想留下了重要的线索。

四、文化研究的三重境界

1998年， 先生不再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

后，就是“无官一身轻”了。 虽然政治待遇还有，但是

实际上他考虑的已不再是政治上的事情，而是全球

命运、文化共荣的问题。 所以，我印象第二深刻的就

是文化冲突的问题。 这是学人类学、民族学最容易

理解的一个话题，是先生学术追求的一条主线。 他

的学术，除了“志在富民”这些看得见的东西之外，
我觉得在其思想深处，他对文化的深刻理解，支撑

了他在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学科里面一个不灭

的、或者称为没有扭曲的方向，就是文化研究。 他对

这个问题的研究，与他个人的际遇有关系，还与他

的天下观、人文情怀、作为一个知者有关。 对于他对

文化的持续关注、对文化的深刻见解，我想主要谈

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文化自觉理论。 这是他反思中国传统

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保留什么，扬弃什么，目标

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创新的思考。 对于这个

问题，我和他有一次对话。 在1997年的时候，我在做

一个日本国际交流中心的国际合作课题，叫亚洲价

值观与社会治理。 我负责中国价值观演变子项目。
我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中国人主流价值观的演变

过程，特别是其中的几次重大转折。 但不论如何发

展变化， 我发现中国人的价值观一直强调群体价

值，个人价值来源于集体，要从属和服务于群体（集

体、社会或者“家、国”）。 这和西方自由、民主、博爱

里强调个人本位、个人自由不太一致。 中国的文化

如何实现转变，是否需要向西方那样转为个人价值

超越集体价值才算是现代化。 我一直比较困惑。 当

时费先生写了中国传统文化要现代化的很多文章。
我就这个问题向他请教，希望得到他对这个问题的

看法。 他给了我一些他的文章，但没有给我直接的

答复。 其实，直到今天，我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

解开。
中国社会是走向个人本位的西式的路，还是继

续保留我们个人服从于集体，集体服从于大局的集

体主义的整体的社会观，我觉得这是西方道路和东

方道路的矛盾。 这个问题自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华

民国成立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上层的一些法学家、
政治家们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选择的是集体大

于个人，而西方选择的是集体要为个人服务，要为

个人主义让路。 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我感觉到，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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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反思里面强调文化的现代化，而这个核心命题

怎样去把握，他没有给我回答。 也许费先生的做法

是非常聪明的，对这个问题不用做出一个是与非的

明确的判断。 也可能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到那一

步，所以你不能说中国只能选西方的路，或者保留

自己的传统。 关键是如何在文化更新之中实现适应

时代要求，作出符合现代化需要的选择。 在这种选

择中，个人 本位、集体本位，也许都不是 重要的问

题。
第二个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 在群

体、个人、国家、社会的关系研究上，费先生有很多

贡献。 也就是说，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

儒家思想里已经规定了个人要服从于整体。 我们集

体主义的观念也是这样的。 在这种情况下，群体和

国家是什么关系呢？ 最典型的群体是民族，民族不

仅是一个政治概念和历史文化概念，而且具备仅次

于国家的一种群体的共同体性质。 他研究过很多群

体，比如说家庭、村落、集镇。 家庭以血缘为联系纽

带，虽然组织细胞最完善，但毕竟只是一个小群体。
最大的群体当属于全球人类社会，但在民族国家时

代， 民族和国家无疑是两个最值得研究的群体现

象。 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非常复杂，西方的民族国家

理论无法说明中国从历史上看就是一个多民族国

家的现实。 他从20世纪30年代研究中国是一个多民

族国家开始，一直希望解开民族和国家的关系这个

难题。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面，民族和国家的关系

如何建构，各民族成员之间如何和谐相处，十分重

要， 迫切需要理论界的科学解释而不是武断的意

见。 经过50年的思考，他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的理论。 从这篇文章中，他终于想明白、想通了

这个事情。 中国50多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是一

层，这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这

个共同体之下还有50多个民族，甚至可以进行更多

地分层。 这是他搞民族学研究、调查、民族识别工

作，以及他对民族理论深入研究之后得出的一个看

法。 我觉得这个理论是很成功的，并被中国共产党

接受，成为共产党民族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支

撑。这个理论将来还要进一步挖掘、深入地探讨。这

一块内容，我很认同，但是他是用历史来论证，他不

是用逻辑和学理来论证，我们民族学和人类学如何

从学术的角度在理论上加以阐释，现在有很多的研

究在向这方面努力。 因为这个理论和近代民族国家

理论，也就是一族一国理论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超

越。
第三个就是他的天下大同的思想———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实际上，他是想

超越民族认同，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想构建

一个和谐 世界、 和谐人类社会的一个 终 极 目 标。
1988年，他给我们讲文化冲突，就讲巴勒斯坦和以

色列的冲突，讲巴勒斯坦的小孩用石头打以色列的

坦克。 他的发言针对的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从

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再到2014年

刚刚发生过的克里米亚问题、苏格兰公投等很多所

谓“民族自决”的实践，可以发现，不同群体、不同民

族拥有各自的文化， 文化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 存在差异性的不同的文化之间如何相处，没

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费先生提出的理念首先是“各美其美”，自己当

然认为自己的文化好，但是“美人之美”就不一定能

做得到了。 你欣赏自己的文化，同时也欣赏别人的

文化，就可能发生紧张和冲突。 文化在接触之中还

有涵化，你接收某种文化之后，就会成为其一部分，
你不可能理智地对待异文化。 怎么样做到美人之

美，这是需要智慧的。 你只有超越了各美其美这个

阶段，才能进入“美美与共”的阶段，各种不同文化

才能并存、并荣。 高层次的异文化认同应该是不矛

盾的，从双层的结构来讲是这样的。 但是并列的结

构怎样来看呢？ 特别是有了政治实体国家之后，国

家有国家的利益，群体有群体的利益。 在国家内部，
可以通过政府来调节；在国际上，国际法并不是国

内法律，没有办法调解不同国家的利益之争。 所以，
要实现文化的大同，美美与共是一个愿望，是得到

人们认可的天下大同思想的当代版和现代版。 我觉

得这也是费先生的一个终极理想。 但是，这条路注

定是非常漫长的。 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费先

生的文化论》，但是那时我写得浅。 我现在认为，先

生文化研究的三个方面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深层次

的意识形态的挑战和文化现代化的挑战，也是世界

面临的挑战。 这个世界是不是就只有一种主导的文

化和价值观就可以一统天下了呢？ 还是要美美与

共，互相欣赏呢？我当时的问题在这里。我说有没有

一种天下统一的文化体系，他没有回答。 在与他的

交往中，我知道他对这些问题有深入的思考。 他对

待这个问题，不轻易表态。 他看准了，就用优美的文

字，将深邃的思想浅显易懂地、深入浅出地展现给

世人。 我觉得费先生的确是知识分子的楷模，也是

我们这些后辈学生永远学习的榜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102）
(责任编辑：孙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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